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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时代，随着算法的飞速发展，以ChatGPT为代表的对话式人工智能达到了新的技术高度。基于对话

式人工智能的基础性与通用性，其被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关于数据保护与隐私

泄漏、知识产权侵权与垄断、法律责任的承担等法律风险。对这些法律风险的认知与分析要求我们深入

到自然语言的生成机制之中寻求解决之道。通过此种分析将会发现，由于对话式人工智能本身具有的高

技术性与应用的多样性，仅凭现有的法律难以对其所带来的法律风险形成全面性治理，因此，一种合理

的方案是以技术方案作为优先解决手段，并以技术伦理原则作为治理的基本理念，同时注重法律规则作

为底线的保障作用，形成多维度治理的合力，对其所产生的风险进行系统性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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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igital ag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lgorithms, convers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presented by ChatGPT has reached a new technical height.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and versa-
tility of convers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is widely used in all walks of life,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brings about data protection and privacy leakag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fringement 
and monopoly, legal liability and other legal risks. The cognition and analysis of these legal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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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 us to go deep into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natural language to seek solutions. Through 
this analysis, it will be found that due to the high technicality of convers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itself and the diversity of applications, it is difficult to form a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the legal risks brought by convers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ly by existing laws. Therefore, a 
reasonable solution is to take technical solutions as the priority solution, and take technical ethi-
cal principles as the basic idea of governance.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tection role of legal rules as the bottom line, form the joint force of multidimensional gover-
nance, and systematically manage the risks generated by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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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大数据、算法、算力的发展，由深度合成技术支持的 AIGC (AI Generated Content)在覆盖范围、

智能程度等方面得到极大的提升。深度合成技术指以深度学习、虚拟现实的方式去生成合成型的文本、图

像、音频或视频等信息的技术。对话式人工智能(Conversation AI)就是通过深度合成技术生成自然语言文

本，允许用户通过语言或者文字的形式与它进行交流，交流的形式并不局限于日常问答，用户还可以向对

话式人工智能下达指令，以完成如法律文书撰写等更为复杂的任务。对话式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包括对自

然语言处理的技术、自然语言的生成技术、机器学习与深度学习技术等等。通过这些技术它们具备较高程

度的创造能力、在诸多领域中实现了人类的专业水平，推动了相关领域内的发展，显著地提升了人类的生

产力。可以说对话式人工智能具备高度理解和执行能力，它们可以理解和生成自然语言，因此，对话式人

工智能是基础性的人工智能，它能被应用到一系列的下游场景之中，换句话说，它能够完成不同领域的差

异化任务。如国外 Open AI 公司的 ChatGPT，国内百度的文心一言等，它们具有明确的目标，即能利用算

法在海量数据中进行学习从而从无到有地合成逼真的内容，此种“真”意味着使用者难以区分人类与机器，

甚至在认知上模糊了人与机器智能的界限[1]。如在法律行业，通过适当的提问，ChatGPT 就能为律师结

合特定案件生成相关的专业建议以及标准的文书，甚至能在司法领域促进类案裁判的可普遍化与具体裁判

方式的变革，具备广阔的应用前景[2]，在哥伦比亚的北部城市卡塔赫纳巡回法院就首次将 ChatGPT 应用

于司法判决。对话式人工智能的强大功能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模式，进一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但这些

改变也意味着权利义务的分配在某种程度上的改变，同时也意味风险的产生与变化。 
本文写作思路如下：第二部分我将从对话式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生成机制中分析它所带来的法律风

险，在此基础上，第三部分我将分析现有的法律文件如何对其进行规制，并指出由于对话式人工智能本

身的复杂性，仅通过这些法律规制，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因此，第四部分，我将在上述不足的基础上，

指出应该选择一条有机整合技术手段、技术伦理原则与法律规则的系统性治理方案。 

2. 对话式人工智能的法律风险 

目前，对话式人工智能已广泛应用于客户服务、营销推广、智能虚拟助手、医疗保健等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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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跃迁式发展导致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尤其以 ChatGPT、文心一言等为代表的知识增强的大语言

模型，它们在与人们的对话互动，回答问题，协助创作的过程中提供更加智能的服务的同时，带来更多

隐蔽式的风险，如在对话内容隐藏了社会偏见、仇恨思想，生成错误的内容对人认知与行动产生误导、

可能对知识产权产生侵犯等等。但对于这些风险，并不能孤立地看，而应该深入到对话式人工智能的运

行逻辑中进行探讨。对话式人工智能对文本的生成与理解主要依赖于大语言模型，大语言模型可以通过

对海量的文本数据进行训练，学习语言的结构、规则和语义，从而可以生成具有自然语言风格的文本或

回答自然语言问题。大语言模型的建构主要包括三个阶段：预训练、微调以及强化学习。预训练阶段指

用一些已有的大规模数据来训练一个模型，这些数据为模型提供知识，这些知识帮助模型更好地理解自

然语言文本的语法、语义和语境信息。微调阶段是指模型在经过预训练阶段的基础上，再使用一个新的

数据集进行模型的调整和优化，以便引导模型在特定的任务上表现出更好的性能。强化学习阶段则是使

其在与环境的交互过程中通过学习策略以达成回报最大化或实现特定目标，换言之，通过建立符合人类

偏好的决策序列(奖励模型)，其能根据环境的状态和可能的动作选择最优的动作，以最大化从环境中获得

的累积奖励，从而实现其生成内容的优化。 

2.1. 数据保护与隐私泄漏 

如前所述，对话式人工智能技术在预训练阶段以及微调阶段都需要海量的数据支持，这些数据包括

用户的个人信息、对话数据等。这些数据具有强烈的个人身份性与私密性，往往涉及用户的隐私权，如

果未经用户的同意使用或者不能对其妥善保管，将有很大的风险导致数据隐私泄露。具体而言，在数据

收集与爬取阶段，提供给模型的原始数据是否具备合法性？这些海量的数据要想征询每一个用户的同意

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在技术上也许能攻克该难题，但是在此种严格的限制下，对话式人工智能还能得到

多大的发展？因为对话式人工智能的基础在于数据、算力与算法，如果没有足够多的数据，即使有强大

的算力，最优化的算法，也无法支撑对话式人工智能的智能化运行。除了原始数据的提供，对话式人工

智能系统在运行和使用阶段也需要收集用户的语音、文字等信息，用于后续的处理和分析。由于对话式

人工智能卓越的服务能力，其被用户坚定地信赖，因此，相比于其他类型的人工智能，对话式人工智能

有更多的机会获取用户的偏好与隐私。但未经授权与同意的数据收集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

安全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对于网络活动、数据保护、个人隐私信息的相关规定。 
在数据存储和使用阶段，对话式人工智能系统需要将收集到的用户数据进行存储和处理，以便进行

后续的数据分析和挖掘，如果这些数据被未授权访问或泄露，将会对用户的隐私和安全造成巨大的影响，

进一步而言，这些被存储的用户数据可能在其他的交互和沟通中生成新的信息，因此存在被用于商业推

广、政治宣传等情况，而这些内容的生成也会对用户的权益造成侵犯。此外，对话式人工智能并不局限

于人与人的交互，还存在人工智能与人工智能的交互，这种交互共享可能存在于一个机构或企业中，换

言之，一个模型合法收集的数据，可能经历“辗转”成为其他模型的数据来源。因此，对话式人工智能

造成隐私泄露的风险面将成倍增加。在数据收集与爬取阶段、存储和使用阶段、数据交互共享阶段，对

话式人工智能都存在隐私泄露与数据保护的风险。 

2.2. 知识产权侵权与垄断 

如果作为商用式的对话式人工智能未对数据的来源以及生成的内容进行审查，那么将极有可能侵犯

他人的知识产权。由于模型存储的海量数据，对话式人工智能的角色已经慢慢靠近知识的提供者，通过

微调与强化训练，可信、可靠、权威的知识被模型视为优先解，在这一过程中，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被

模型所挑选出来，但这也使得模型面临着严重的知识产权侵权问题。该问题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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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训练阶段与微调阶段的数据来源是否存在对著作权的侵害的问题，二是在其内容生成阶段，其生成的

内容是否侵犯了他人的著作权，其本身是否具备著作权的问题。但从行为后果而言，第二个阶段的问题

是根本的，只有当对话式人工智能生成了在知识产权上具有争议性的内容时，我们才能合理地主张其数

据来源可能存在对知识产权的侵害。商用式的对话式人工智能追求知识的“正确性”，因此，在数据爬

取过程中，可能未经授权地使用他人的作品从而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在与用户进行交互，回答问

题或者提供服务时，因其生成的内容的商用性质，以及它的本质只是在一定抽象程度对已有的知识，即

语料、文本规则、语法进行重新组合[3]。因此，就难以避免其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对个人数据进行非

法编造和错误加工。 
此外，考虑到对话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条件，它也可能带来垄断，并间接导致许多法律上的不平等问

题。在数据的来源与输入上，难以避免歧视与偏见，这些偏见将对人们的合法权益造成威胁。偏见的根

源在于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并不由机器决定，对此，需要回到人的世界之中。仅从一般的技术层面就难

以保障对话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可及可用与均等化，首先在可及层面上，这意味着拥有，但受制于经济科

技等因素，高新技术对于许多亚非拉国家的民众是遥不可及的，数字鸿沟确实存在。其次在可用层面上，

受制于操作系统的复杂性、个人的智力水平、年龄、文化程度等因素，数字弱势群体对于新兴技术无阻

碍运用可能性极低。最后，即使技术可及可用，但在一定意义上也难以实现均等化，如不平等访问的存

在。就以生成式 AI 的发展为例，它需要海量的训练样本与强大的计算能力，这就导致其对服务器硬件设

备提供的基础算力以及用于训练的数据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此种重负将导致技术的集中与垄断，此种情

况技术、数据共享几乎不具可能性，因此 AI 的跃迁式发展极可能导致难以弥合的社会分裂境况，如若形

成垄断，那么对话式人工智能所生成的内容将符合设计者和发布者的价值观与取向，由其所引发的行为

也将侵害人们的合法权益，如地域歧视、性别歧视、职业歧视等，这些歧视将直接或间接地侵犯人们在

就业、受教育等领域的合法权益。 
此外，因为存在不同的数据库与不同的训练方式，因此其所带来的风险存在变异、变形的可能性。 

2.3. 法律责任的承担 

对话式人工智能在其运行过程不仅会自发地产生对于他人隐私、名誉、知识产权等权益的侵犯，而

且它所生成的内容也容易被滥用，从而再次造成法律风险。就对话式人工智能运行过程中所暗含的侵权

责任、违约责任与网络安全责任风险都涉及不同的主体，造就了复杂的法律关系。传统的网络侵权关系

依然是一种双方或者三方主体的关系，即网络服务提供者与受害者，或者再加上网络用户。但是就对话

式人工智能而言，从其生成机制来说，数据拥有者、数据提供者、算法设计者、对话式人工智能技术的

提供者、用户，甚至政府都可能在对话式人工智能的各个阶段承担责任。此外，由于对话式人工智能本

身所具备的复杂性、应用的多样性等性质，使得法律责任的划分、认定与承担都是困难的。 
以生成的虚假信息举例，对话式人工智能与我们生活的不同侧面都已经开始实现深度交融，我们就

不得不考虑这种虚假信息所造成的严重性后果，ChatGPT 在结果的生成与输出上，可以依照其算法确保

其生成内容是最大化概率上的真，但即使这意味着 90%的真，但依然存在 10%的假，如果将其运用在医

疗、法律建议这种特殊领域，这 10%的假造成损失则是 100%。在司法上，国内外就已经开始探索对话式

人工智能如何运用于司法，而这种虚假信息的可能性在司法上也将对公民生命、财产、自由等法益带来

巨大风险。此外，由于此种存在虚假信息的可能性也将导致它被进一步的不道德的使用，如制造虚假新

闻和信息、假冒身份信息。但这一系列因为虚假信息所产生风险却又存在责任承担方面的争议，一方面

这与对话式人工智能是否具备主体地位有关，另一方面，是基于对话式人工智能算法运行的黑箱特质，

从其内部而言，进行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究竟从数据中习得何种知识在技术层面上是难以被他者所观察

https://doi.org/10.12677/ds.2024.101066


陈阳 
 

 

DOI: 10.12677/ds.2024.101066 497 争议解决 
 

的，从其外部而言，算法决策的规则常常被开发者所隐蔽，因此缺乏透明性，也就很难指导决策的过程

与逻辑[4]。正是因为对话式人工智能的模型是复杂的深度学习模型，其内容的生成过程缺乏可解释性，

此种生成内容的具体逻辑甚至无法被研发者所理解。因此，这种不确定、多方面的复杂情况以及由对话

式人工智能所衍生的诸多下游应用将导致各类主体之间的责任难以划分[5]。在这些侵权情况下，我们很

难通过传统的过错责任来认定法律责任，因为算法的运行已经出现某种程度的不可控性，除非我们认为

对话式人工智能具备法律主体地位，并使之承担法律责任。但对此存在激烈的纷争，并且涉及了主体性

的判断标准的哲学讨论，至今并未形成定论。 

3. 关于对话式人工智能的规范性文件及其不足 

为了保障人工智能的健康快速发展，我国近年来相继出台了政策、白皮书、标准指引等文件。如 2017
年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目标，旨在推动人工

智能技术持续创新，并使之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在 2019 年的《发展负

责任的人工智能：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布》中指出，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应用过程要坚持和谐

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等原则，这些原则旨在推动人工智能的可持续发展。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在 2021 年发布的《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人工智能伦理安全风险防范指引》中强调了对于

个人数据的保护，关注人工智能系统在决策过程中的公平性和透明度，重视其安全性等内容。2021 年由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中强调了诸如增进人类福祉、

促进公平公正、保护隐私安全、确保可控可信、强化责任担当、提升伦理素养的基本伦理要求，以此为

从事人工智能相关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相关机构等提供伦理指引。2021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信息保护法》也为保护个人信息权益，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即信息的收集、分析、使用做出了翔

实的规定。此外，2021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保护法》不仅建立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

也明确了数据安全责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和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联合

在 2021、2022 年发布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与《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

这两部规定同样是对对话式人工智能技术形成约束和限制的重要规范性文件。在 2023 年 4 月更是起草了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7 月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简
称《办法》)。在宏观层面上，人工智能监管和治理规范已经形成初步治理框架；在微观层面上，《办法》

对生成式 AI 展开了全方位的综合治理。而在国际上，则以 202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磋商的《人工智能

伦理问题建议书》为范例，这些规范都对对话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话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在个人信息、算法、数据、深度合成、伦理等多个维度都受到了

相关的规范与约束。虽然现阶段有法可依，但依然没有统摄性规定，也未形成多元有序的规制体系，存

在规制主体多且分散的情况。从上述的规范性文件的颁布主体与其核心任务可知，对对话式人工智能的

治理依然是呈现一种纵向治理模式，即在特殊领域内进行专业化的特殊立法。适应不同的场景变化，依

托模型产业结构进行专业化的特殊治理有其合理之处，但是这种模式下将造成规制主体过多，规制成本

过高的情况。此外，在人工智能技术性能不断进行实质性跃升的背景下，法律所具有的滞后性使得现行

的法律并不能十分有效且妥当地应对新生的模型或及其产品。因此，只能通过不断颁布新的法律法规来

应对可能存在的漏洞和新生的风险，但这也容易造成规制主体与对象的混乱。更为重要的是，法律本身

具有的保守性和滞后性无法兼容技术的迅速迭代与更新，此种张力将造成巨大的立法压力。由于存在多

个规范性文件，又不存在统筹性的规定，因此，对对话式人工智能治理的协调性和能动性不足，纵横交

错的法律规范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与抵牾，难以形成风险治理的合力。这会导致立法预期与

实践效果产生较大的差异，因此，需要增强相关规范的实践性。但毕竟法律规定与技术解决方案属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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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性质不同事物，这之间的张力使得法律无法深入到日新月异技术领域做出翔实的规定，从这方面而言，

相关规范的实践性受限似乎是必然结果。从另一方面而言，技术方案是一种客观的事实，而法律是一种

规范性实践，它旨在指导人类的行为[6]，这两者无法混为一谈，我们既不能主张通过法律规定要去解决

那些还未攻克的技术难题，因为法律无法为不可能之事设定义务，其次我们也不能主张法律在对话式人

工智能治理中是不重要的，因为法律是现代生活中最重要的行动准则，维护着社会的底线。 
此外，除了技术方案与法律外，伦理规范也在对话式人工智能的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对于

对话式人工智能的治理的困难来源于它的复杂性与广泛的应用性，换言之，是来自它已经近似“主体”

能力，不可否认，它在某些方面已经对我们社会结构形成了剧烈的冲击并带来诸多的法律与道德风险，

这些风险一部分是因为人的不当使用带来的(如利用生成式 AI 生成虚假信息诈骗)，对于这一部分，我们

可以通过法律规定加以约束；一部分是因为技术的固有缺陷所导致的(如算力、算法、数据库)，这一部分

通过技术的发展和突破就能解决；但还存在许多法律伦理风险来自对话式人工智能的复杂性以及人类价

值观的多元性，这要求我们从消除特定的风险要逐步转向构建全方位的系统性治理体系。基于此，我们

必须在一般层面上为法律在对对话式人工智能的治理中确定一个妥当的位置，使其能与对话式人工智能

领域内的技术规则、技术伦理相匹配、相统合，形成对对话式人工智能的系统性治理。这就要求我们确

定各种规范在此种系统性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其规制的限度。 

4. 对话式人工智能的系统性治理 

4.1. 技术解决手段与法律策略 

要形成对对话式人工智能的系统性治理，首先要解决的便是技术解决手段与法律策略的关系。主流

观点认为，面对科学技术不断更新迭代与法律滞后性之间张力[7]，对法律进行广义的理解，将科学技术

和政府规制纳入法律的概念范围内来应对技术发展带来的问题[8]。这种观点可能会变为对特定技术或特

定场景进行专业化的法律治理，但无论是哪一种版本，主流观点的核心是将技术解决手段纳入法律的范

畴之中。但是这种做法有多少合理性？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法律是一种规范性实践，但是技术解决手段

并非一种规范，而只是作为一种事实存在，在算法层面上我们能进行优化，但这仅意味着一种真实情况，

即客观上，我们通过科学方法与研究得出了一个技术上的更有效手段。当这一方案取代了旧有的算法时，

它也是作为客观的事实存在，而不是任何能作为任何能被违背的规范而存在。简言之，作为技术解决手

段的事实直接控制了人工智能的行为，而非规制它们的行为。因为“……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通常

的‘是’与‘不是’等连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

因为这个应该或不应该既然表示一种新的关系或肯定，所以就必须加以论述和说明……”[9]，质言之，

在“是”与“应当”、“事实”与“价值”的领域之间存在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因此，技术解决手段

与法律策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不能以某一种吸收另一种。 
如果技术解决手段无法作为规范存在，也无法被法律策略涵盖，那么它们两者存在何种联系？一种

可靠的方案是拒绝对法律进行广义式的理解，而是寻求技术解决手段的使用。法律虽然无法纳入事实，

但可以规定技术解决手段的使用。具体而言，在对对话式人工智能进行治理时，我们的治理是出于良善

的目的，这种目的正当性使得我们应该去采取某些行动，这些行动涉及工具的使用，那么我们应当去使

用有效率的工具以便实现我们的良善目的便是关乎人的行动的，因此，技术解决手段的使用能被法律所

规定，也符合法律是调整行动的基本看法(因为该工具能不被使用)。但是，进一步的问题是，法律如何调

整技术解决手段的使用行为？如果我们主张法律应该即时且翔实地规定所有更新的技术手段的使用，那

么这不仅违背法律的保守性和稳定性特征，而且在实践中也不具有操作可能性，毕竟立法者的工作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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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的，而人工智能专家的工作是关于自然的，两者无法形成相同程度的认知。此外，我们还需要

留给对话式人工智能足够的发展空间。 
基于此，通过技术解决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需要作为优先的方案，为保障技术方案的使用，法律可

以对此进行规定。此种规定就意味着法律在处理新技术所带来的风险上的角色转变，即从风险治理的直

接技术干预者转变为技术使用的间接监管者。因此，法律不应该贸然地进入技术领域内，具体的技术解

决方案交由专业人士。就法律层面而言，应该进一步明确服务者与用户的责任，并且注重软法的指导性、

号召性、宣示性作用。此外，还需要突破纵向规制模式，要建立起多元有序的规制体系，注重不同规制

主体的协调性。但正如前面所指出的，法律与技术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事物，在他们之间构建联系取

决于上文所说的良善的目的。那么这一良善目的是什么？它在系统性治理中又发挥着什么作用？ 

4.2. 技术伦理原则作为系统性治理的基本理念 

对良善目的的理解要回到技术向善的基本原则中予以理解，具体而言，任何技术或者科技都需要服

务人，服务于人类的共同善，即增进人类的共同福祉。迄今为止，人类的大多数活动也都为了增进人类

福祉，这是我们不可怀疑的出发点。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对人工智能的设计与发展也提出了价值对齐

的要求，即要求高度自主的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应确保其目标和行为在整个运营过程中与人类价值观保

持一致。在《办法》中第 4 条也规定了“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应当尊重社会公德和伦理道德”。基

于服务于人类共同善的基础原则，可以衍生出其他的一些技术伦理原则，这些原则有一部分是实质性的，

另一些则是形式性的，前者如公平原则、正义原则、非恶意原则等；后者如透明性原则，安全性原则，

人类可控原则等等。因此，基于共同善所形成的原则不仅考虑到了技术层面，又能覆盖人类普世的道德

价值，实现了两者相统一。这些原则本身不仅约束了对话式人工智能服务者、设计者的行动，并且它们

也共同构成了系统性治理的基本理念，指引着法律的制定与技术方案的实现。而法律反过来可以将这些

原则以法律规则的形式规定，从而保障这些原则的实现。 
至此，以法律作为底线，以技术伦理原则作为基本理念，以技术解决手段作为优先方案的系统性

治理框架已形成，在其中，法律与技术方案截然区分又统合在一起，法律通过规定技术方案的使用与

其产生联系，技术方案的使用与法律的调整都以是否符合技术伦理原则为界限，技术伦理原则并非单

一的原则，而是具有不同内容的实质性原则与形式性原则组合而成，而这些原则的唯一基础便是服务

于人类的福祉这一根本目的。而法律在其中作为底线，保障着技术伦理原则与符合这些原则的技术方

案的使用，因此，我们得到了一个系统性的层级治理框架，该框架的最顶层是人类的福祉以及由此派

生的诸多原则，在中层是由这些原则为指导并具有重要意义的法律规则，在底层是在实践中大量存在

的各类技术解决方案。 

5. 结语 

对话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带来了一场广泛与深刻，波澜壮阔的科技革命，此种影响不亚于互联网的发

明，但在推动人类文明大步前进时，对话式人工智能不可避免的带来了诸多法律与伦理风险，这些风险

已经无法单独地依靠技术伦理、技术方案、法律规范来予以解决，而应该在一般层面上寻找稳固的出发

点，统合这三者，形成治理的合力，而不应以一种方案取代或吸收其他诸种方案。通过本文的分析与论

证，至少能确定各种方案在系统性治理中的位置与限度。通过区分法律策略与技术解决手段，并以人类

福祉为基点，本文逐步构建了系统性治理的层级框架，即一种金字塔式的三级规范体系。该体系以技术

伦理原则作为基本理念，以相应的法律规范作为中层规范体系，以具体的技术方案作为底层的治理体系，

层层相扣，进而推动人类与社会的良性与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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